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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礼相辅：基于超家族主义的本土

企业新型伦理机制研究

□谷欣然　钱　晨　晁　罡

领域编辑推荐语：

“中国企业往往存在传统德行领导与现代企业制度的不匹配问题，亟待企业伦理制度的创新。本文通过建构

‘德礼相辅’的机制，发现 ‘德’与 ‘礼’的双重作用将中国传统的伦理优势接续至组织中，有利于消解单一制

度伦理导致的员工缺乏主动性与道德自觉的困境。”

———郑琴琴

　本文荣获 “２０２３年度茅理翔家族企业研究优秀论文奖”二等奖，感谢第１８届创业与家族企业国际研讨

会的支持。感谢兰州大学管理学院贾旭东教授、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朱沆教授及匿名评审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

议。作者文责自负。

本文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２０２３年度重大项目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教育、科技、

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研究”（２０２３ＭＺＤ０１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当

代中国企业家的天下格局：概念提出、量表开发和效能验证”（７２０７２０６１）、２０２３年度昆明理工大学哲学社会科学

学术精品培育计划项目 “德礼相辅：基于超家族主义的本土企业新型伦理机制研究”（ＪＰＳＣ２０２３００１）的支持。

　　摘　要：德行领导是家长式领导的核心构念，而德行被认为是华人领导者的必

备特质。但华人社会的 “人治主义”倾向使领导者习惯恩威并施，仁慈亦可能因人

而异，导致德行领导与现代企业制度的配合不佳，“以德服人”存在实践上的困难。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从六家超家族主义企业的实践中发现，它们的企业领

导者长期修身，通过个人德行感召员工共同修身，将德行从领导者的个人特质顺利

外化为组织德行，从而建构了 “德礼相辅”的机制。研究从领导风格、组织文化、

组织伦理等角度拓展了对组织德行形成条件的理解，从中发现，“德”与 “礼”的双

重作用将中国传统的伦理优势接续至组织中，也有利于消解单一制度伦理导致的员

工缺乏主动性与道德自觉的困境，因而可视为本土企业伦理机制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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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德行领导是家长式领导的核心构念 （李艳

等，２０１３），它指的是领导者表现出较高的个人

道德修养，通过一视同仁、关心下属等树德行

为，赢得员工的尊重、认同和效仿 （郑伯埙和

黄敏萍，２０００）。此概念对于下属绩效、态度、

行为均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王冬冬和何洁，

２０１９）。尽管德行领导的意义显著，但从管理的

实际来看，领导者的德行可能因人而异 （周浩

和龙立荣，２００５），与企业制度配合不佳 （李珲

等，２０１４），导致 “以德服人”存在实践上的

困难。上述有关德行领导的研究基于领导行为

理论视角，因而聚焦的对象是领导者的道德行

为。而从特质理论的视角出发，德行被认为是

华人领导的必备特质，在各项领导特质中具有

核心作用 （凌文辁，２０００），领导者 “以身作

则” “正己化人”等德行特质的强调常见于中

国的管理情境。如今管理学界虽然对领导者的

德行作了一些探讨，但鲜少关注到领导者个人

的德行如何作用于组织，外化成企业整体的组

织德行。有学者认为，德行领导概念首先包含

了作为道德个人 （ｍｏｒａｌｐｅｒｓｏｎ）的特质，进一

步才表现出作为道德管理者 （ｍｏｒ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ｒ）

的道德行为 （Ｚ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９），这可以更完

整地解释 “道德”如何实现对员工心性的培养

与感召 （黄静和文胜雄，２０１６）。因此，从特质

的视角对领导德行进行研究是亟待开展的工作。

本文经过十余年的追踪调研，发现一批中

国本土企业正积极地践行超家族主义。超家族

主义指的是：企业视员工如家人，并通过企业

对员工的 “育德传家”和 “爱众齐家”等 “家

文化”建设路径，建构双方的共享价值观，最

终实现了企业与员工之间的高度信任和共生，

从而形成了一套 “家文化”新形态 （晁罡等，

２０２２）。此类企业突破了家族主义及其泛化最突

出的信任困境，超越了以往企业基于血缘与关

系发展的 “家文化”逻辑。值得注意的是，超

家族主义各项实践中最显著的特色是，这些企

业领导者都有长期的儒家文化修身经历，他们

不仅注重个人德行的修习，更通过亲身垂范的

教育与关爱来涵养全体员工的道德，不断提升

和改善员工心性，为员工注入动力，激发组织

活力。这些改变提升了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协同

配合程度，将德行从领导者的个人特质外化成

为组织德行。那么，超家族主义企业德行外化

的作用机理是什么，这套机理的发掘是否具有

理论新意？这一问题就有待于进一步的探析。

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采用扎根理论方法，

遴选六家德行实践成效突出的超家族主义企业

作为样本，通过质性调研来揭示此类企业德行

外化机理的 “黑箱”。研究发现，此类企业领导

者自身的德行特质是感召员工践行德行的重要

前提，在主张 “德”的垂范之时，也运用

“礼”的督导，形成双重作用，使领导者的德行

顺利外化，对组织整体的德行提升起到促进作

用。这一机理的揭示拓展了研究对组织德行形

成条件的理解，也表明当代企业正在形成一种

新的伦理机制。超家族主义德礼相辅的伦理机

制，将人们对 “家文化”伦理的天然认同接续

到企业中，较好地激发了员工的道德自觉，也

实现了对 “经济人”假设之制度窠臼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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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

（一）德行领导与领导德行

家长式领导作为中国企业中普遍存在的领

导方式，逐渐成为组织行为领域的热门研究议

题 （林姿葶等，２０１７；汪林等，２０２０）。家长式

领导指的是 “一种在人治的氛围中，领导者所表

现出来的严明的纪律和权威、父亲般的仁慈及道

德的廉洁性的行为方式”（郑伯埙，２００５）。具体

而言，家长式领导主要包含威权领导、仁慈领导

和德行领导三种形态 （郑伯埙等，２００３）。其中，

德行领导被视为家长式领导的核心构念，它的典

型特征是：领导者表现出较高的个人道德修养，

通过一视同仁、关心下属等树德行为，赢得员工

的尊重、认同和效仿 （郑伯埙和黄敏萍，２０００）。

相关研究表明，德行领导对下属工作态度、工作

行为、工作绩效均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Ｃｈｅ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Ｚｈａｎｇ 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Ｗ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８；王冬冬和何洁，２０１９）。家长式领导构念

的诞生是基于领导行为视角，因而上述有关德行

领导的研究聚焦了领导行为中的德行，关注领导

对下属态度与行为的引导策略。

也有学者认为，在德行之外，本土情境下

的研究还需要关注领导者个人的德行。德行是

华人领导的必备特质，在各项领导特质中具有

核心作用 （凌文辁，２０００）。对领导者 “以身

作则” “正己化人”等德行特质的强调常见于

中国的管理情境，这一研究视角更关注领导者

实践德行的前因，即领导者如何立德。一些中

国学者逐步意识到，德行领导的研究不能脱离

中国传统文化情境 （郑伯埙，２００５；孙利平等，

２００９），因为传统文化已经潜移默化地深入领导

者的认知，深刻影响着领导者的道德观念与行

为，因此从特质视角对领导德行进行研究也是

亟待开展的工作。有学者认为，德行领导概念

首先包含了作为道德个人 （ｍｏｒａｌｐｅｒｓｏｎ）的特

质，进一步才表现出作为道德管理者 （ｍｏｒ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ｒ）的道德行为 （Ｚｈ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９），从

而更完整地解释领导 “道德”如何实现对员工

心性的培养与感召 （黄静和文胜雄，２０１６）。领

导者个人尚德，再推己及人影响企业组织的过

程，在理论上的演化也与 “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

（二）德行在企业推广的困境

当前德行领导的研究集中在领导个人的道德

行为如何影响下属的态度和行为 （吴士健等，

２０２０；刘豆豆等，２０２１）。但德行领导如何在组

织层面产生更广泛、深远的影响，即如何影响组

织德行的形成，还缺乏系统的解释。从家长式领

导的相关研究来看，学者们对威权、仁慈、德行

三种领导形态的关系解释并不统一。三种领导风

格在实际的管理情境中有可能存在排斥性，难以

交互共存。华人社会的 “人治主义”倾向使领导

者惯于使用威权逻辑，恩威并施 （李艳等，

２０１３；李珲等，２０１４），对德行内涵的解释也众

说纷纭 （周浩和龙立荣，２００５），这导致 “以德

服人”存在实践上的困难，德行往往局限于领导

风格的讨论中，与企业制度的配合效果不佳，难

以在企业落地推广，形成组织层面的整体影响。

从组织层面出发讨论德行的概念是组织德

行，它是由组织中集体行为、组织氛围、组织结

构、积极组织策略和程序体现出来的整体伦理特

征 （Ｂｒｉｇｈ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刘云，２０１２）。尽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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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行概念存在 “容器说”（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协同说”（Ｓｙｎｅｒｇｙ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实体说”（Ｉｎ

ｔｒｉｎｓｉｃ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三种主要观点 （Ｂｒｉｇｈｔｅｔａｌ，

２０１４），亦有研究表明，组织德行并不只意味着

组织成员的德行，还应包括组织自身合理的体

制、结构、流程和文化等形成的有机整体及其所

具有的道德特质 （Ｂｒｉｇｈｔｅｔａｌ，２０１４）。组织德

行不仅有助于个体的身心健康 （Ｂｒｉｇｈｔ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提升个体的组织的忠诚感 （Ｒｅｇｏｅｔａｌ，

２０１１），有效预测员工的角色外行为 （Ｒｅｇｏ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王雁飞等，２０２０），对组织创新、财

务绩效等均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Ｃａｍｅｒ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Ｃａｍｅｒｏｎ＆Ｗｉｎｎ，２０１２），并有利于

组织成员发展集体韧性和团队合作，帮助组织适

应动态变化 （Ｃａｍｅｒｏｎ＆Ｃａｚａ，２０１３）。

然而，当前研究对组织德行的形成因素知

之甚少。Ｍｏｏｒｅ和 Ｂｅａｄｌｅ（２００６）提供了一个

概念框架，通过个体道德代理的层次、制度化

的模式和环境的启发性，探讨了为什么一些企

业保护实践、发展德行，并在决策中鼓励行使

道德代理权。也有学者关注到，领导或组织中

的 “德行代理人”对组织德行的形成非常重要，

例如，服务型领导有助于个体、团队、组织层

面积极行为的形成 （Ｓｅａｒｌｅ＆Ｂａｒｂｕｔｏ，２０１１），

有助于组织德行的塑造 （Ｃａｍｅｒｏ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３）。目前研究组织德行的学者们大致从领导

风格、组织制度、组织文化和社会环境等方面

探讨其形成条件，但均为描述性和推断性的

（刘云，２０１２）。例如，领导风格如何影响组织

德行、何种组织制度与组织文化有助于组织德行

的形成，现有文献均没有给予具体回答，因而探

讨组织代理人的领导风格与组织德行的关系具有

研究价值。本文从德行领导的角度出发，挖掘领

导者的德行特质对组织德行形成的作用机制。

（三）超家族主义企业的德行实践

本文经过十余年的追踪调研，在企业近年

的实践中发现了一种新的 “家文化”形态———

超家族主义。它表现为企业视员工如家人，并

通过企业对员工的育德传家和爱众齐家等 “家

文化”建设路径，建构双方的共享价值观，最

终实现了企业与员工之间的高度信任和共生

（晁罡等，２０２２）。具体而言，这些企业不局限

于以往家族主义、泛家族主义通过血缘、熟人

等关系为纽带的 “家文化”建设路径，而是秉

持中国传统家文化重德行、重亲情的理念，在

管理实践中通过对全体员工全方位的德行教化

和一视同仁的情感关爱，形成了胜似一家的企

业 “家族”氛围，比家族主义及其泛化具有更

好的推广性，又突破了 “家文化”的信任困境。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超家族主义的实践非常重

视由企业领导者带头、全体员工共同参与的德

行教化。经过熏习的员工既在工作上表现出更

明显的专注与投入，又调和了生活上的各类人

际关系，因明德明理而表现出更显著的道德特

质，主动利他、奉献，与企业守望相助。

从实践的结果来看，超家族主义企业整体

呈现出了明显的德行特质。但当前尚无研究对

组织德行形成的前因作出充分解释，本文初步

观察到，领导者个人德行对组织德行的形成产

生了影响，那么从特质视角探析此种影响形成

的机理就有利于填补上述的研究空白。具体到

本文的研究，文章聚焦的问题是：长期修习德

行的领导者如何带动组织整体的德行提升？下

文将聚焦于此类企业的德行实践，探索德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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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外化的作用机理与关键元素。

三、研究方法

（一）扎根研究方法论

本文从现象入手，在调研的初步发现中提

出研究问题，研究路径更符合质性研究方法的

传统。研究选择以扎根理论方法进行质化探索，

这是一种主张形成一套 “生成的”而非 “验证

的”理论建构方法体系 （Ｃｈａｒｍａｚ，２００６），不

先入为主地进行假设，而是自下而上通过编码

让数据中的规律自然涌现 （贾旭东和谭新辉，

２０１０）。扎根理论方法的 “生成”逻辑不仅适

用于解释特定现象，而且被认为是一种可供研

究者从真实现象中建构理论的科学研究方法

（Ｇｌａｓｅｒ，１９７８）。因而此方法有利于处理与理解

本文获取的质性资料，从中形成理论。

（二）抽样、编码依据与数据收集

本文选题来自一批超家族主义企业的实践，

在研究初期，笔者从此类企业中选取企业领导

者个人德行特质突出，且其企业德行实践活动

丰富的六个样本企业，作为目的性抽样样本

（Ｇｌａｓｅｒ，１９９８）。研究者根据团队前期的调研与

数据积累，对相关数据进行开放性编码，了解

六家企业领导者的德行特征与企业德行实践的

主要内容，再通过与文献的进一步对比来聚焦

研究问题。对此过程中的研究发现，样本中企

业领导者个人德行外化的现象值得作进一步的

理论探索，此时研究进入理论性抽样阶段。在

这个阶段，研究者围绕研究问题开展一系列专

门的数据收集，由编码自然涌现的需求决定数

据收集的方案 （Ｇｌａｓｅｒ＆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６７）。研究

人员设计了调研计划，对六家企业展开实地考

察，从中获取一手与二手质性数据。在受访者

的选取方面，研究同样遵循了扎根理论主张的

抽样原则，选取对访谈主题最了解、从事工作

与访谈主题最相关或表现最为突出的各层级员

工进行访谈，最大限度诠释与还原案例的关键

故事线。扎根理论的样本选择目的在于追求理

论建构是否达到饱和，而不是验证某个已有的

结论 （Ｇｌａｓｅｒ＆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６７）。

编码工作的展开也依照扎根理论方法对数

据 “自然涌现”规律的强调，此方法在编码初

期对数据的选取较为灵活和开放，更适合于有

一定质化研究基础、熟悉样本企业情况且有相

关领域理论敏感性的研究者进行编码。研究团

队以此为依据选择了一名符合上述要求的研究

人员进行主要的数据编码，并在不同的编码阶

段运用焦点小组讨论方法，召集所有作者对已

完成的编码进行编码命名、逻辑关系梳理及理

论饱和度的讨论，形成一致意见后完成编码方

案的修改。数据收集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企业数据收集汇总

案例企业 ＸＲ ＧＤ ＴＷ ＨＤ ＪＢ ＪＹ

调研次数 ４ ３ ４ ２ ２ ２

调研日期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５日
２０１６年４月３日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８日
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７日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日
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２日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０日

２０１７年９月１日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５日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７日
２０２０年７月１４日

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５日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６日

２０１９年７月
１２～１３日

２０２１年４月８日

２０１９年１月８日
２０２２年６月
２７～２８日



德礼相辅：基于超家族主义的本土企业新型伦理机制研究

—８４　　　—

续表

案例企业 ＸＲ ＧＤ ＴＷ ＨＤ ＪＢ ＪＹ

高层管理

人员访谈

董事长张总、集团

副总裁王总、教育

总监鞠总、分公司

曹总，共４人

董事长吴总、幸福

促进中心杜经理，

共２人

创始人李总、副董

叶总、总经理杨

总，共３人

董事长王总、总经

理单总，共２人

副总裁李总、子公

司总经理孙总、副

经理张总、商校孔

校长，共４人

公司刘副总、文化

部康经理、品质部

陈经理、工会邓主

任，共３人

中基层

员工访谈

文化部周经理，和

谐支部员工Ａ、人
事部员工 Ｂ、Ｃ，
产生管理部员工

Ｄ、Ｅ，共６人

和谐支部员工、忠

实支部员工，共

６人

车间班组长 Ａ，员
工 Ｂ、Ｃ，文化部
员工 Ｄ、Ｅ，机加
工车间员工Ｆ、Ｇ，
五金部员工 Ｈ、Ｉ，
共９人

销售部李经理，门

店员工 Ａ、Ｂ、Ｃ，
共４人

文化教师 Ａ、Ｂ，
培训员工 Ｃ、Ｄ、
Ｅ，加油站员工 Ｆ、
Ｇ，共７人

运营部员工 Ａ、Ｂ，
文化部员工 Ｃ，总
经办员 工 Ｄ、Ｅ，
共５人

德行实践

道德教育、人文关

怀、敦伦尽分模

块、幸福课程、诚

信无人超市

道德教育、人文关

怀、敦伦尽分模

块、幸福课程、和

谐家庭文化活动

《弟子规》课程、

《幸福人生讲座》

课程、孝亲活动

德孝企业家风、孝

亲产品研发、幸福

文化讲座

《弟子规》课程、

师徒制道德考评、

诚信报销制度

《弟子规》课程、

道德模范圈长制

入选依据

德行实践作为重要

指标纳入企业治理

模块

德行实践作为重要

指标纳入企业治理

模块

德行实践访谈语料

丰富、特征突出

有独特的德行实践

体系，并纳入产品

研发

德行实践取得成

效，中国民营企业

５００强

中国企业班组文化

建设示范单位，员

工超过１万人

访谈总时长 ５２５分钟 ３５４分钟 ６４１分钟 ３０２分钟 ３５２分钟 ４０８分钟

一手资料 １１５５万字 ７７１万字 １４１４万字 ６６６万字 ８５４万字 １０２２万字

二手资料 ２３５万字 １２８万字 ４８７万字 １３万字 ３６４万字 ０８４万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四、编码过程与发现

（一）开放性编码

本文首先将表 １中的一期数据进行开放性

编码，围绕超家族主义企业主德行特质、企业

的德行实践进行层层归纳，共获得编码８３５条，

其中，一级编码共计 ３０个，二级编码 １４个，

三级编码６个。在编码的多次比较与整合之后，

剔除无关条目，最终呈现出与德行密切相关的

两个核心范畴，本文将之命名为：道德作用和

规范作用。

１核心范畴：道德作用

开放性编码发现，企业领导者与企业组织

对道德的重视与追求始终贯穿于实践的始末，

成为一种主导作用力。道德首先体现在企业家

修身的自我要求中，随着企业家个人对传统

“家文化”理念的感悟与熏习，逐层向下扩散，

对各级员工产生道德上的启示与影响，全员的

道德意识和素养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升，本文

将其总结为全员道德提升。此类企业家崇尚道

德涵养，认为企业教育最重要的是让员工习得

学校教育之外的道德伦理。因而，对道德的追

求落实到了企业全员，从企业家个人做起，形

成上行下效的德行垂范。通过熏习让各级员工

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体悟到道德对自身工作、

为人处世均有增益，更加认可德行提升的意义。

企业对道德的重视在教育与关爱的各项内

容中均有体现，形成一种崇尚道德的企业 “家

风”。一方面，企业强调领导修身对员工在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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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垂范作用，也通过不定期文化活动、孝亲

课程等在公司内部宣讲，组织员工持续学习与

思考传统文化，提升德行心性，改进言行举止；

另一方面，企业的道德举措也可以通过对员工

的关爱体现出来，如 ＧＤ为助力员工获取家庭

幸福而建立的 “两年产假关怀制度”，ＨＤ为帮

助员工均衡成长而举办的孝亲活动，又如 ＪＢ运

用师徒制模式点对点关怀新员工等，师父不仅

承担技能培养的责任，还主动关怀徒弟在生活

上的需求，为员工讲解仁孝文化的理念，员工

在工作技能提升的同时也吸取了处世经验。由

此可知，道德这一要素交融在教育与关怀的实

践细节中，发挥着显性的作用力。

全员道德的提升促进了员工与企业相互理

解，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形成 “亲情”纽

带。企业认为，员工改变的关键节点在于员工

的 “心”是否打开。在 “家文化”活动中，员

工通过为父母书写家书、为父母洗脚而获得与

父母直抒胸臆的机会，情感的诉说激发出员工

与父母双向的理解，增进了家庭和谐。经历了

这种情感的交流，员工更愿意对企业敞开心扉、

诚意相报。感恩之外，由于员工感受到有别于

一般公司福利的教育与关爱，形成 “拟似家族”

的氛围，产生了对企业犹如 “大家族”的归属

感与情感联结。关于 “归属感”的描述在六家

企业的员工访谈中均可得见，类似家族亲属之

间的情感纽带在企业内部产生了可观的精神力

量，员工与企业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主动改变、

主动建言的事例增加，至此，企业的关爱与教

育举措得到了员工的响应与认同，形成 “亲如

一家”的氛围。

通过对上述内容进行总结，本文认为，此

类企业对道德的追求贯穿于文化实践的始终，

成为一种全员认可、助人成长的主导性作用。

核心范畴道德作用共记录编码 ４１８条，开放性

编码如图１所示。

图１　核心范畴 “道德作用”之开放性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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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核心范畴：规范作用

企业作为具有经营性质的组织，在崇尚道

德成为全员精神食粮的同时，也同样需要一套

规范来确保组织运作有序进行。规范首先表现

为全员自律实践，企业领导者自身对德行提升

的追求并非仅仅依靠个人的道德自觉来进行，

还需要其具有坚定的意志与自我管理能力。而

本文走访的此类企业均有追求 “圣贤之道”的

个人理想与使命感，这成为他们克己、坚持研

习及表率的前提。他们在 “家文化”导入过程

中的亲力亲为、事事表率也成为员工反向检验

企业家言行是否一致的一种尺度。高管在企业

家的长期坚持下也注重个人以身作则的效应，

他们亦受益于 “家文化”的道德作用，同时也

明确自己作为领导的责任与带头的重要性，因

此选择以自律为示范。自律的效应亦经历了从

上而下的示范传递过程，员工在长期的修习中

不断深化了关于德行的教育，并以身边的榜样

为参照标准，逐渐转化为行为习惯，自身慢慢

受益于修习的裨益，于是坚定奉行。

企业的 “家文化”教育与关爱意义的抒发，

同样需要遵守规范的一面，这些内容表现为建

构企业 “家训”，作为辅助性的作用力，明确着

企业 “家族”的规则与底线。企业推出一系列

与学习 “家文化”相关的课程、活动及作为家

训的行为准则，且明确要求员工参与学习，并

参照相关标准执行；除言教之外，相关规则也

被纳入企业的管理制度之中，并出台奖惩条例，

让员工明确知道德行成长的重要性。尽管惩戒

规则的确立不是此类注重 “家文化”理念的企

业所倡导的管理手段，所谓 “国有国法，家有

家规”，在给予充分福利与关爱的同时，企业也

要求员工明确相应的责任、义务。正如 “父母

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企业在关爱员工时也

会进行严格的底线规定，如ＪＢ为员工健康与安

全生产而设置不允许员工饮酒、体脂率限制等

健康管理办法。企业认为教人以严、大爱无情，

都是为了员工成长，体现出为员工长远考虑的

用心。

规范的建立明确了全员对 “底线”、权利及

义务的认识，逐渐形成 “家族”秩序。这种新

秩序首先体现在人与人之间打破了上下级关系

的边界，虽然组织架构的上下级层级分明，但

在 “家文化”氛围的烘托中，长幼不仅以年龄、

职级为排序，更崇尚彼此以 “家人” “兄弟姐

妹”相称，将道德实践经验丰富、年资优胜的

员工称为 “学长”，尊崇贤者。与此同时，企业

“家族”成员之间建立了一种文化默契。长期的

传统文化教育促进了个体的内求反思能力，员

工开始追求明理与自省、主动反思，致力于自

我提升，也愿意换位思考、体谅他人。另外，

随着工作与生活发生了积极变化，员工内心也

产生了上进求知的渴望，全员改善蔚然成风，

发展成集体的实践。过去在 ＴＷ、ＨＤ出现的员

工打架斗殴事件已多年不见，ＧＤ在厂区开设的

诚信超市无人看管保持了营收的有序、ＪＢ的诚

信报销体系在无人核查的情况下乱账、坏账逐

年减少，且盈利逐年上涨。由此可知，规范同

样服务于道德，启发人们自主修身。

从上述编码中可知，企业建立规范的目的

在于启示而非约束，也是有利于人与企业有序

发展的一种必要手段。核心范畴规范作用共记

录编码４１７条，开放性编码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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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核心范畴 “规范作用”之开放性编码

（二）选择性编码

开放性编码的核心范畴总结了道德和规范

两种作用的基本内容。选择性编码将进一步总

结各个范畴的关键特征，并分析范畴间的相互

关系，厘清道德与规范的作用脉络。为此，本

文再次回溯编码，补充可凸显范畴特征与关系

的关键线索，检验选择性编码是否达到饱和。

此过程共获得编码 ９３８条，其中，一级编码共

计３５个，二级编码 １４个，三级编码 ６个。选

择性编码最终出现了前述 ２个核心范畴的关键

特征，为凸显与还原核心范畴的含义，本文将

原范畴道德作用进一步提炼为传家以德，将规

范作用提炼为齐家以礼。

１核心范畴：传家以德

企业全员道德提升表现为从企业家个人修

身，到在企业中推行道德涵养，扩散推广至全

员修身。聚焦这条线索后，本文发现道德的提

升并非约束的结果，而是有赖于自上而下的垂

范与感召。文本回溯后，选择性编码新增了这

一道德提升过程，为彰显此过程中呈现的关键

特质，将此部分子范畴的命名调整为：正己化

企。正己化企的表现是，企业家首先坚持不断

提高自我的道德修养，通过自己长期的躬行垂

范感化员工，对涵养企业组织整体的道德水平

起到持续正向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企业家

本人重视自我修养，他们积极参与 《了凡四

训》、《大学》、“幸福人生课堂”等课程学习。

传统文化重视对人的道德涵养，主要从日常的

伦理中讲述如何为人，企业家通过修习体验到

道德的作用力，家事、企业事都可学以致用。

他们也因此热爱传统文化，坚信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

因而重视道德对人的涵养，如 ＴＷ的企业使命

是致力于 “将员工培养为一身浩然正气的谦谦

君子，为国家培养人才”。他们相信，以人为本

的企业才能长足发展。要让以营利为目的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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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将经营导向转至以教育员工、实现员工幸福

为宗旨，并非易事，需要从企业股东、高管层

面开始建立共识。高管的认同首先来自企业家

本人的改变，企业家学习传统文化之后为人处

世的方式、德行修养均得到提升，成为典型范

例，也就增强了导入 “家文化”进行全员教育

的说服力。另外，企业家不仅坚持本人自修，

还长期带领高管人员共同修习传统文化，在实

践上作出表率。由此可知，个人德行垂范产生

了关键的感召力，管理层看到效果后愿意尝试，

在长期的熏陶之下，了解了企业家的决心，也

体验到对自我与他人的增益。管理层开始效仿

与追随企业家的道德主张与做法，他们的改变

亦打动了中基层员工。由此可知，德行的传递

是经由企业家的感召发起，自上而下的垂范塑

造了崇尚道德的氛围。

在道德作用的主导下，企业的教育与关爱

同时表现出与之相应的举措，进一步整理编码

发现，教育与关爱在落地的过程中呈现出顺序

上的区别，即关爱先于教育，此处调整子范畴

命名为爱之教之。爱之教之的内涵是：企业先

视员工为子女，一视同仁地关怀员工生活、工

作等需求与福祉，在员工感受并认同企业关怀

的基础上，对员工开展以明德为目标的教育。

如ＧＤ的吴总认为，对员工道德的启发不应是

要求，而应先给予关爱，通过领导觉悟，懂得

如何爱护员工，才是教好员工的前提，才能让

员工在仁爱中受到教育。此处研究补充了相关

编码，调整了关爱与教育的编码次序，并对比

两个核心范畴中关爱、教育相关的内容，发现

以道德主导的关爱体现出宽以爱人的特征，具

体在于企业为谋求员工福利而进行的一系列人

文关怀制度与举措，包括企业对员工家人的关

怀。这些内容旨在让渡企业的利益来帮助身处

难关的员工，体现了企业对员工的宽厚与直接

的关爱。同样地，道德在教育中的运用也呈现

了柔性的特征。柔性教育主要从身教和境教两

方面反映出一种隐性而无声的教育启发，如部

门领导带头清扫餐桌、向员工行礼，或是在员

工食堂播放农民辛勤耕耘的宣传片等，这些无

声的教育既不要求，也不强制，但不断触动着

员工的内心，久而久之对员工产生了潜移默化

的启迪作用。

贯穿于关爱与教育之中的道德不仅提升了

全员尚德的风貌，还在人与人、人与企业之间

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秩序，维持着企业的伦理

运作。为凸显道德在关系建构方面的作用力，

本文将原先的子范畴命名修改为亲亲有序。“亲

亲”取自 《礼记·大传》，形容父慈子孝、亲

人和睦的家庭伦常。亲亲有序指的是企业持续

的关爱与教育形成了 “兄友弟恭”、胜似一家的

有序氛围。在样本企业的伦常秩序中，遵循

《弟子规》中 “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

亲仁”的伦理次序，首先看重的是员工对父母

的孝心，认为有孝心、爱家庭的员工才可能成

为一个好员工，因此 “家文化”的伦常以孝悌

为先。企业格外看重家文化对员工与客户创造

的价值，致力于实现员工幸福与客户感动，并

将其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来奉行，这些做法

传达出 “以仁为亲”的伦理意味。与此同时，

样本企业道德生效的关键在于，“德”不是口头

上的说教，而是从日复一日领导垂范、企业关

爱的躬行之中，让员工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

企业在为员工谋幸福、谋发展。这些乍看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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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又处处仁爱的行为展现了企业与领导的道德

水平，才是真正打动员工的关键所在，员工因

感动而感恩，产生了对企业报恩的情结。在这

个真情流露的过程中，员工产生了以厂为家的

情感，与企业形成亲如 “家族”的情感纽带。人

与人之间本着自觉与利他之道德意识，为企业构

筑了更加宽仁的伦常与深厚的情谊，使企业的秩

序更加富有人情味而契合了个体的内心需求。

选择性编码重新回顾了核心范畴的叙事线

索与层级关系，通过整理子范畴间关键线索的

发展脉络，寻找其核心特征与关联，最终层层

突出范畴内涵与作用过程：企业的 “家文化”

主张道德实践，从企业家个人做起，自上而下

正己化企，从中激发员工的自觉成为道德前提；

在道德落实的过程中，企业爱之教之对全员起

到了启示作用，最终形成一种道德为主、亲亲

有序的企业伦常。在此过程中，道德对人的涵

养虽温和，但效力显著。此过程共记录编码４９８

条，语料回溯后核心范畴的内部结构得以完整，

使核心范畴关键意义不变且特征更为突出，可

判断该范畴的数据达到饱和。据此，本文修改

了核心范畴的命名，因企业德行实践的举措与

传统家族对成员教化的目标一致，最终企业形

成的内部氛围也胜似传统家族的秩序，研究将

这一关键特征与内涵命名为传家以德。选择性

编码过程如图３所示，编码列举如表２所示。

图３　核心范畴 “传家以德”之选择性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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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核心范畴 “传家以德”数据列举

代表性数据列举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三级编码 核心范畴

“企业”的 “企”是什么？上面一个 “人”，下面一个 “止”。真正的企业家

是不是要知道 “止”在哪里？这才是企业家应该做的。“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企业家要 “止”在至善上面，才能把企业真正

办好 （ＧＤ吴总）

修习传统

文化明德
企业主修身

这两年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都能看到他 （企业家）的决心，就是非常真诚

地去为员工谋幸福。我们就和ＧＤ学 （ＸＲ王总）
被企业家的

笃行感召
高管修身

逢年过节都会去看望老人、做义工，都是员工自己组织的 （ＨＤ王总） 员工明德力行 员工修身

正己化企

先要进行关爱，先把商业组织变一个家。如果这一步不走，大家会觉得你要

先上来就跟他们讲教育，他们会觉得你在 “洗脑”，要想让他拼命地工作，

就要有一个人文的关怀，慢慢 “明德”（ＧＤ吴总）

仁爱中

培养德行
宽以爱人

李先生每天跟我们坐在一起吃饭，自己洗碗。不会觉得我是打工的，他是老

板，没有什么不同 （ＴＷ员工Ｇ）
身教垂范德行 柔性教育

爱之教之

ＪＢ公司最看重的关系：以员工心为心 （本文作者Ｇ，调研日志２０１９０７１２） 以员工心为心 以仁为亲

一名圈员分享，他的圈长在吃西瓜，看到他单车链子掉了，把西瓜丢一边帮

他搞链子，这么一个小故事，他在共享上面哭。他觉得情谊到了，一家人的

那种感情非常好，他很珍惜 （ＪＹ员工Ｃ）

成员恩情

感化
家族：关系

亲亲有序

家以德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２核心范畴：齐家以礼

自上而下一体同心的 “家文化”实践主张

激发个体对道德的自觉性，在自觉的同时也需

要依靠自律来保障文化的作用持之以恒。如果

说德行的垂范可对他人产生感召力，那么高度

的自律则由自我督促和他者见证来发挥规范的

作用。回溯编码线索发现，律己的目标同样服

务于道德修养，故此将原子范畴命名修改为律

己达德，它意味着企业家需要依靠高度的自律

来达成对德行的长期修习与自觉。首先，企业

家自身对德行的追求虽然直接表现于道德自觉，

但并非仅仅依靠个人道德的自我觉察来进行，

还需要自律管理。说到底，德行实践是否能够

生效取决于企业家本人是否自律。而多数高管

也是因为看到企业家本人的坚持，跟随奉行，

自律进一步扩大，成为维系德行共识的规则。

样本企业强调内求、利他，员工也普遍表现出

自省、自律的意识。他们不主张以约束的硬性

制度来规范人的行为，而是强调应该在自己修

身的基础上督促他人，因而认为律己犹如一面

可参考的明镜，正己的前提是自律，做好自己

才能影响他人。从这个意义出发，自上而下的

德行垂范作用也可分为一体两面，一方面形成

打动人心的感召力，另一方面成为启示他人的

一种尺度。随着企业德行氛围的不断提升，员

工开始自愿自律而不依靠他律，亦是由于长时

熏习之后通情达理。

规范作用同样表现在企业关爱与教育的相

关内容中，经过进一步的编码整理，本文将相

关线索命名调整为 “提撕子女”，此做法犹如传

统家庭重视 “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颜

氏家训·序致》），意为：通过家规、家训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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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后代知晓礼法而不逾矩。企业家把对规范的

运用也解释为一种关爱，ＸＲ与 ＧＤ的企业家都

谈到，所谓 “父母”之心就是要为 “子女”事

事考虑，严厉也是一种关怀，强硬的要求会让

员工认为企业文化的目的是洗脑，只有让员工

真正感受到企业严格要求是真诚为督促员工成

长，员工才能自愿践行。根据相关内容，本文

相应地调整了三级编码的逻辑次序，企业设置

的获取福利的条件也可视为一种严以治家的手

段，严于要求的具体内容多与员工习性、为人

的修养相关，如前述提到的健康管理考核。这

些内容与业绩并无直接的相关性，出发点并非

约束员工便于管理或促进生产，而是为员工自

身作长远考虑。刚性教育反映的是企业中关于

传统文化经典的各项规定与学习内容，明确的

制度要求确保了传统文化在企业内部导入的有

效性，使员工在实践中掌握做人做事的义理、

规律，文化活动、孝亲课程等 “言教”活动在

公司内部宣讲行为举止的一套规范。这些义理

与规范不仅涉及员工的工作要求，对日常起居、

与人相交的礼仪、与父母及同事的相处之道等

生活与社交方面也一应涵盖，并且企业对于这

些 “规矩”要求严格，赏罚分明。

前述 “亲亲有序”相关内容建立了一种新

的企业的 “家文化”伦常，而伦常的维系同样

得益于规范的作用力，体现为尊尊有序。 “尊

尊”同样出自 《礼记·大传》，原指家族、君

臣之间的尊卑秩序。而企业中的尊尊有序拓展

了新的内涵，指的是，企业虽注重长幼之礼，

但更崇尚以贤德和义理为尊，以此形成适用于

企业管理的秩序。在样本企业构建的 “家文化”

伦理中，以仁为亲的伦理虽首当其冲，但企业

在尊长重幼之外，更将 “家文化”学习经验、

年资优于自身的员工称为 “学长”，学长亦承担

着帮扶成员成长的职责。此类关系结构与以仁

为亲并存，体现了企业伦常中的以义为尊，也

反映了组织层面对家文化伦理中理性秩序的需

求。另外，企业内求文化的盛行及 “人人都是

管理者” “全员改善”各项实践的开展在全员

间形成了一种 “家族”的默契。在这些活动中，

员工各司其职，发现问题时对内自我反思纠偏，

对外让渡利益与他人相互协调，不仅促使个体

形成积极向上的行为习惯，也在组织层面表现

出了更好的经营成效。如 ＧＤ为达到德行目标

而推出了 “取消夜班”的生产轮值制度，更人

性化的工作安排也方便员工照顾家庭，此举赢

得了员工的感动与认可，员工工作能够更专注

与合理地运用时间，虽然取消了夜班，但 ＧＤ

生产效率在提升的同时，离职率也显著降低。

此类改善实践在本文所有案例企业中均可得见。

这些礼尚往来的行为发挥着非正式契约的作用

效力，潜移默化地对每个置身其中的个体提供

了行为的参照标准，并非强制约束，但又可维

系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使 “家文化”导入生

效。相比 “亲亲有序”作用代表着企业伦常的

一面，企业以义为尊、建立 “家族”默契更显

示出 “尊尊有序”的企业秩序。

综上所述，原核心范畴的内涵可进一步概

括为齐家以礼。齐家以礼表达了企业规范的作

用同样服务于道德实践，各层级自上而下律己

达德以个体自律为规范前提。在规范落实的过

程中，企业以 “提撕子女”的关爱和教育对全

员起到督促作用，最终形成一种规范为辅、尊

尊有序的企业秩序。在此过程中，规范成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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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可借鉴的参照体系，为道德涵养提供底线保

障，这种 “规范”不同于 “法”的约束性与强

制力，而是主要起到启示与督导作用，辅助

“德”的实现，意蕴上更近于儒家所提倡的

“礼”。选择性编码共计４４０条，语料回溯后完

善了核心范畴的内部结构，使核心范畴关键意

义不变且特征更为突出，可判断该范畴的数据

达到饱和。选择性编码过程如图 ４所示，编码

列举如表３所示。

图４　核心范畴 “齐家以礼”之选择性编码

表３　核心范畴 “齐家以礼”数据列举

代表性数据列举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三级编码 核心范畴

那天应酬时喝了 （酒），其实没人知道。第二天上班第一件事，他 （董事

长）自己罚款３０万元，告示出来了，所有员工看到，都知道 （ＪＢ文化教
师Ａ）

事事坚持表率
企业

家克己笃行

圈长是哪个圈不干，他就会陪着你干。而且还给他们部门的圈分享，把他

们整个部门的圈子带得非常好 （ＪＹ康经理）
注重以身作则 高管律己奉行

他们打扫卫生是这样趴在地上的，如果你去要求员工这样做你是要求不来

的，这是他自动做的，他明理之后做的 （ＨＤ单总）
员工受教奉行 员工明理践行

律己达德 齐家以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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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代表性数据列举 一级编码 二级编码 三级编码 核心范畴

人文如果是一个简单的福利，就会增长大家的贪欲。所以我们怎么样让它

刚刚好？要让他知道不能做败家子。《中庸》讲什么？“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ＧＤ吴总）

明确 “家法”

底线
严以治家

在我们的条例中对行为都有要求，不能打架、喝酒、染头发。都是有规定

的，对这些事情的要求都是很严厉的 （ＴＷ李总）
企业家训明理 刚性教育

提撕

子女

圈长也不是领导，但是圈长非常重要。这些改善都是圈长带着圈员一起做

的，是他们这个圈的担当者。最后生产很好，大家都觉得圈长太无私、太

伟大了 （ＪＹ员工Ｄ）
崇尚以贤为尊 以义为尊

这两年因为我们践行 “内求”“传统文化内求”有效果，所以说，我们还

是用内求、利他来作家训 （ＸＲ周经理）
盛行内求文化

原来的 “三班倒”，我们提出这个不人性化，要取消夜班。最后怎么样？

没有增加成本，反而推动公司生产效率提升 ６６６％，员工流动率下降到
１２９％。这就是明德的作用 （ＧＤ杜经理）

全员改善实践

建立

“家族”默契

尊尊有序

齐家以礼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三）理论性编码

１理论初构

选择性编码阶段聚焦了 “传家以德”与

“齐家以礼”两条关键线索，展示了超家族主义

企业德行外化的过程，同时需要德与礼两个层

面的保障，剖析了 “德”与 “礼”两种机理过

程。而两者如何互动，还需要进一步地理论对

比与阐释。

（１）超家族主义企业崇尚涵养个体的道德，

依靠自律形成规范，通过自上而下的垂范鼓励

个体追求与践行道德，激发了人的道德自觉。

传统文化经典将涵养道德看作修己、律己

之学，《论语·为政》有句：“道之以政，齐之

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

耻且格。”即讲此理。一旦将道德作为对外的要

求，即是约束，道德就沦为工具之用，陷入不

道德的窠臼。长期修习传统文化的企业家深谙

此理，对道德的涵养首先从自身开始，以自觉

修身，以自律奉行。长此以往提高了内求的境

界，懂得利他的义理，再以身作则将道德追求

迁移至企业情境，从中形成自上而下的垂范效

应，以点带面，正向鼓励各层级员工参与到涵

养道德的实践中，注重道德对人自觉性与自律

性的激励，而非以道德律他。可谓 “其身正，

不令而行”（《论语·子路》）。

（２）超家族主义企业以 “德”为贯穿企业

关爱与教育的主要手段，以 “礼”作为两者的

底线保障。在关爱中教育员工，刚柔并举，宽

严相济。

“传家以德”的故事线反映出企业自上而下

全员修习传统文化的追求使个人道德素养不断

提升，发挥着激励的作用。“齐家以礼”是达到

道德效果必不可少的底线，发挥着戒示、督导

的作用。在访谈中，企业家解释了两者之间的

关系，认为两者的相互作用形成了文化的张力。

例如，ＸＲ的王总认为，激励作用是重要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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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底线、督促个人履行责任与义务也是必要

手段：“小善如大恶，大善似无情。惩罚不是目

的，是教育，教他就是爱他。”ＴＷ的李总也有

相似的论述： “规矩 （不许抽烟、打架等）定

下来，是为了员工明天的身体健康，能够改过。

陋习去到哪里都是一样的，不在于他是不是在

这个厂。”这些举措契合了传统家训中重视 “以

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温公家范·

祖》）的做法。从中可知，“德”“礼”刚柔并

举，宽严相济。

（３）超家族主义企业形成了一套亲亲、尊

尊并行的企业伦理，既契合了个体生活的伦常，

又兼顾了企业发展的秩序。“德”“礼”的作用

力相辅相成。

企业亲亲伦常的形成不同于家族主义及其

泛化的实践，而是将每位员工及其家人、客户

等相关方视为企业的亲人，主张企业不分彼此，

亲如一家。这些实践既彰显了企业的道德，更

契合个体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的内心诉求。而

尊尊秩序的形成则也更符合企业的现实需求，

以长者和贤者为尊，而不以尊卑为重；道德在

启发个体自觉的同时也形成了自身与他人之间

的参照，在企业崇尚道德的氛围中，内求盛行、

全员参与改善实践成为一种非正式的默契，与

道德自觉相匹配的自律也起到督促作用。由此

可见，虽然道德在超家族主义运作过程中承担

主导作用，但规范作为保障道德有效运作的辅

助作用，仍然必不可少。 “德” “礼”相辅相

成，互为张力，员工可从同一个场景中感觉到

“家规”的劝诫意义，也能从企业的道德发心中

感受到仁德，进一步理解和认同 “德”的重要

性和 “礼”的必要性。

根据上述核心范畴的关系解析，本文建构

的超家族主义企业德礼相辅的伦理机制模型如

图５所示。

图５　超家族主义企业德礼相辅的伦理机制模型

２与文献的进一步对话

将编码的核心关键词与已有研究进行对比，

本文找到与数据中 “德”与 “礼”两个核心范

畴紧密相关的研究主题，即德行伦理与制度伦

理。下面，研究先介绍两者在企业中的运用，

再与数据进行比较，考察文章在理论上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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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贡献，从中判断理论是否达到饱和。

（１）制度伦理在企业：重视以规范代替

道德。

在近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历程中，资本主

义经济的扩张使人们将社会活动聚焦于外在行

为的整合 （吕耀怀，２０００），建立各种制度作为

生产生活行为的度量标准 （麦考密克和魏因贝

格尔，１９９４）。国家法律、行业准则等外在制度

作用于社会行业和组织中。照此逻辑，西方企

业也运用了制度设计来协调组织与个体的利益，

保障经营管理活动的有序运行 （王克婴，

２００７）。由于涉及股东、管理者及各方利益相关

者等多个主体，企业制度本身蕴含着伦理的价

值与意义，形成了制度伦理。企业的制度伦理

表现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利益的冲撞、道

德的调节两种力量的反复博弈 （祝成生，

２００４）。西方社会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

的诞生，将企业伦理的讨论焦点逐渐转变为对

结构合理性的论证，这不仅导致了制度伦理的

盛行 （应奇，２０００），也导致 “规则”占据了

社会活动的中心地位，制度伦理直接影响了企

业整体的经营管理成效，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着企业的发展形态 （余晓菊，２０１２）。新制度经

济学认为，企业制度伦理的意义在于，运用制

度来提供一种约束条件，然而企业中不同利益

群体对制度的价值与意义的理解各有不同，甚

至对立 （舒尔茨，１９９１）。另外，企业制度伦理

源于 “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的经济活动目的

在于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且具备理性。而

企业的制度伦理需要在保证个人利益与权利的

基础上，对人的行为形成有效约束，以此调节

企业中个体与组织两种理性的冲突 （王文贵，

２００３）。

（２）德行伦理在企业：道德对企业的作用

日渐式微。

作为一种古典的伦理学说，德行伦理在亚

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和孔子的仁德思想中都有

系统的阐发 （岳磊等，２０２０）。有学者认为，德

行伦理是以个体德行为自因的伦理，一般表现

在具体的文化传统及与其相关的个体品质中

（聂沉香，２００２）。相对于制度伦理的外在性，

德行伦理更注重内在性的修养，本质是为了成

就具体的个人；德行伦理表达了一种道德情感，

亦可看作一种道德理性，相较于制度伦理中的

制度一面，德行伦理更加直观地反映出伦理的

特质 （吕耀怀和刘爱龙，１９９９；成中英和吴蓄

芳，２００２）。在企业组织的具体情境中，制度伦

理表现出一种他律性的约束力，而德行伦理则

是个体自律的结果 （夏绪梅和
!

诚德，２００６）。

从道德建设的次序来看，制度伦理在企业

的落实先于德行伦理，但从高道德地位的区分

来看，德行伦理的重要性高于制度伦理。新制

度经济迅速发展使西方社会关于德行伦理的应

用逐渐式微，西方企业中以制度为重心的伦理

设计，依靠他律的外在约束力进行管理。与此

不同的是，德行伦理在中国的文化传承中绵延

不绝。作为本位的 “家文化”及儒家思想文化

的历史传承，人们从未放弃尝试构建 “修齐治

平”的德行体系，个人对品德的内在追求亦作

用于外在行为中 （寇东亮，２００３）。就组织行为

而言，典型的表现是 “仁爱领导”的领导风格

（樊景立和郑伯埙，２０００；Ａｌｚｏｌａ，２０１５）以及

企业对整体组织德行的重视 （王雁飞等，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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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理论建构与贡献

回顾文献可知，近现代西方企业以制度伦

理为重，而高度的制度化作为秩序托底企业发

展，也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逐渐续航不足。近

年来，西方企业开始重新求诸亚里士多德建构

的美德伦理来应对商业活动中需要建立的道德

共识 （Ｆｏｎｔｒｏｄｏｎ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３；闫茂伟，２０１５；

Ｋｏｅｈｎ，２０２０）。中国企业中一直沿袭着内在德

行驱动外在行为的现象 （龚天平和窦有菊，

２００７），但目前关注个体德行对组织行为影响的

研究不多。而德行伦理与制度伦理又是否一定

是对立关系也存在诸多疑问 （杨清荣，２００１）。

相关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解答。

对比前述文献，超家族主义中领导者个人

的德行以德礼相辅的两种作用顺利实现了外化，

这一机制中可发掘的理论新意主要表现在：

（１）本文揭示了超家族主义中德行领导个

人道德特质的外化过程。家长式领导构念的诞

生源自领导行为理论，德行领导是通过领导者

对下属的领导行为体现出来的。与此不同的是，

本文发现超家族主义中的德行领导发挥作用的

关键在于领导者个人的德行特质 （“正己”）

成为形成领导道德行为 （“化人”）产生的一

个重要前因，这一发现跳出了以往德行领导的

理论框架，将特质理论的解释纳入德行领导的

研究中，丰富了德行领导这一概念的解释力。

超家族主义中德行领导的道德品质由传统文化

中习得，强调一切影响根源于领导自身道德品

质的提升，并通过领导者的长期修身来感召和

带动员工共同修身，推动组织成员、组织文化、

组织制度的转变。相比于只强调领导者的道德

行为，这种由内而外的领导德行更加稳定，对

于组织德行的外化结果的影响也更加深远与

持久。

（２）本文通过质性研究拓展了对组织德行

形成条件的理解。尽管组织德行对于个体身心

健康、忠诚感与角色外行为、组织发展乃至组

织危机应对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当前研究对

于哪些因素能促进组织德行仍知之甚少。目前

研究组织德行的学者们大致从领导风格、组织

制度、组织文化和社会环境等方面探讨其形成

条件，但均为描述性和推断性的 （刘云，

２０１２）。本文基于企业的超家族主义实践，通过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道德在企业落地的机制

进行详细解析与挖掘，发现德行领导、德行文

化、德行制度、德行行动及其相互作用，是形

成组织德行的关键因素。首先，德行领导 （正

己化企、律己达德）是这个过程的核心与出发

点，通过德行领导推动组织自上而下形成德行

文化 （传家以德）。然而，仅仅拥有德行文化的

内化还不够，还需要德行制度的保障 （齐家以

礼）。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智慧地指

出包括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在内的政治伦理制

度在塑造 “好人”和 “好公民”上的保障作

用；同样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也通过构

建 “礼”这一政治伦理制度来保障个人在德行

上有所造诣。最终，“德行领导—德行文化—德

行制度—德行行为”不断循环互促，使组织德

行得以形成并保持稳定。

（３）本文发掘了德行领导对组织德行的作

用机制，形成了 “德礼相辅”的企业新型伦理

机制。有别于西方企业中强调制度伦理的外部

约束力，亦区别于只关注华人组织德行伦理作

用的研究，本文从组织行为层面探讨了当代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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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主义企业中现实存在且并行的德行伦理和

制度伦理，挖掘了德行领导德行外化过程中德

行与制度的协同作用及两者间的张力，揭示了

德行领导通过 “德礼相辅”机制转化为组织德

行的作用过程。相比外在的约束而言，样本企

业更看重在人的内心建立一种主动的道德自觉，

而作为底线的戒尺，“礼”的存在可以保障德行

的实践落地。 “德”和 “礼”互为张力，才顺

利实现了领导德行—组织德行的一体化有机建

构。新型企业伦理的诞生，既有助于帮助员工

通过内心道德秩序的提升来维持对工作与生活

的持久动力，又有助于激发企业组织的凝聚力

与活力，企业增加以更符合人性与社会道德的

制度建设来获得员工的支持与积极投入，最终

改善了经营成效。

综上可知，超家族主义 “德礼相辅”的伦

理机制是本土企业对德行外化的创新性实践，

扎根编码的抽象明确了其中的各子范畴功能，

厘清了范畴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且相关现象区

别于已有文献的阐述。数据与文献的交替对比

产生了新的理论知识，各部分阐述清晰，从中

可判断理论达到饱和。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超家族主义企业的德行实践：首先，源自

具有显著德行特质的领导者，领导者通过个人

长期修身来感召员工共同修身，使德行从企业

家个人的特质顺利外化到组织层面，持续激发

员工的道德自觉，产生组织德行整体化育的效

果，补充了华人组织中德行外化研究的空缺；

其次，研究通过德行主题的详细编码，从领导

风格、组织文化、组织伦理等角度拓展了对组

织德行形成条件的理解，丰富了组织德行前因

研究的探索；更重要的是，德礼相辅的伦理机

制有别于西方企业中制度伦理的主导，亦区别

于传统社会对德行伦理的运用，而是将 “德”

作为企业 “传家”的核心要素， “礼”作为

“齐家”的秩序保障，促进全员德行的稳健成

长，两者结合互为张力的机理可视为适用于当

代实际的新型企业伦理。

（二）管理启示

１超家族主义德礼相辅的作用机制，将人

们对 “家文化”伦理的天然认同接续到企业中，

是持续激发员工德行自觉、管理自觉的有效

措施

东方社会一切秩序的建立都围绕着 “家文

化”展开 （陈其南，１９８６）。传统家庭作为人

们生产生活所倚仗的组织，承担着社会德行育

化的重要功能，内嵌于 “家文化”核心价值中

的德行伦理在文化的传承中一直起到主导作用，

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寇东亮，２００３）。在现代

经济体制与城乡格局急剧变化的当今，传统家

庭的生存与结社形态日渐解体，家庭德行育化

的社会功能也在弱化，然而大众对组织仍然葆

有类家族的道德与温情期待。由于中国社会对

西方的制度伦理缺少天然的承续性，完全制度

化的企业管理方式忽视了中国社会的伦理本位

与 “家文化”的作用力，不少企业家也因此产

生了转型时期的文化焦虑。而超家族主义企业

的实践遵循了中国以 “家文化”为本位的秩序

逻辑，德礼相辅的新型机制将德行与制度两种

伦理的优势进行了融合，对个体起到持续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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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把职场视为个人修养德行的道场，在

工作中更加自觉精进，也为组织整体的经营与

关系管理带来积极能效，在实践上也与 “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

２超家族主义德礼相辅的伦理创新，超越

了基于 “经济人”假设的制度窠臼

西方企业主张以制度明确规则。从 “经济

人”假设来看，制度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走向，因为 “经济人”看重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需要建立规范来保证人人都有自利的权利 （卢

瑟福，１９９９；张维迎和柯荣住，２００２）。在这个

设定中，企业和企业中个体的一切活动与行为

需要满足既定的营利目标，此时的企业制度成

为维护不同利益主体、调节彼此关系的工具

（施惠玲，２０００）。由制度建立的种种 “约束”

和 “限制”时常导致企业的不同利益群体对制

度存在理解上的差异，甚至引发冲突 （祝成生，

２００４）。超家族主义德礼相辅的伦理结构，通过

企业主个人修身明德，以力行感召员工参与德

行实践、见证了德行对为人处世的促进，因此

相信、践履德行，形成一种和谐风貌。此时德

行没有沦为表面功夫，也不是束缚与要求他人

的工具，也就保障了德行的价值传承。这种机

制不同于 “经济人”利益至上的假设，也从实

践上超越了 “经济人”假设所衍生的制度窠臼，

形成了更契合中国管理实际与大众期待的一种

企业伦理。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首先，本文选取的六家企业样本都是践行

超家族主义的企业，均具有突出而丰富的德行

实践活动，文章仅从单一类型的少数企业样本

中发现德行由个人特质顺利外化为组织德行的

理论线索。但德行外化的关键在于企业的领导

者是否能长期保持德行特质，将其体现与转化

为个人的力行垂范，才能持续地感召员工效仿，

本文提出的机制的有效性才能得到保障。在未

入选本文样本的其他实际案例中也存在领导者

更换，或是未能带头躬行的范例，这些企业并

未展现出德行实践的效果。因此，未来的研究

可以进一步探讨如何提升领导者的德行特质，

挖掘社会、组织、企业家个体等内外部因素对

企业家德行的塑造机制。

其次，虽然本文的样本均为中国企业，其

德行实践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但西方企

业也拥有丰富的德行伦理资源可供借鉴，例如

亚里士多德的 “美德伦理”思想。已有学者开

始在西方企业情景下进行学理分析 （Ｓｉｓｏｎ

ｅｔａｌ，２０２０），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开展跨

文化比较研究，深入了解超家族主义伦理机制

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异同。从制度伦理与德行

伦理的匹配角度出发，进一步提升该机制的适

用性和普适性，拓展理论的边界。

最后，研究从领导风格、组织文化、组织

伦理等角度拓展了对组织德行形成条件的理解，

探索了德行领导对组织德行的新型伦理机制，

聚焦的重点在于讨论 “德”“礼”之间的张力，

虽收集了部分质化的企业经营成效提升数据，

但尚未作详细讨论。未来研究还可以通过量表

开发进行概念操作化界定，并继续探索此种新

型伦理机制的管理成效，通过实证研究方法，

收集更多的定量数据，讨论管理伦理与经营绩

效的关系，验证此种机制对组织绩效、员工行

为和满意度等方面的影响，为企业实践提供更

具体和可行的建议，推动 “超家族主义”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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